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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莲：关于政治伦理化问题的思考

江雪莲

【内容提要】政治伦理化或伦理政治化范畴作为对相对独立的政治和伦理领域彼此之间存在相

互作用或相互联系。政治和伦理的相互关联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在当代多元化

社会，政治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不可能毫无限制地满足伦理的一切要求，而只能在个人的自由发

展与社会体制的要求之间寻找正确的平衡。政治伦理化，只是意味着伦理价值在政治操作中的

创造性应用，即在意识形态上自觉地为政治制度或结构的运行设置伦理机制。

【关 键 词】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人伦关系/义务和权利的对应性

“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人认为，政治

的道德化指政治为道德所包容或取代，道德不仅被视为政治的载体和基础，而且被视为政治的

目的；相反，道德的政治化是用政治否定道德，把政治视为唯一目的，为了达到政治的成功，

一切非道德的手段和办法，都被认为是可以采取的。与之不同，笔者这里所理解的“政治伦理

化”和“伦理政治化”两个概念，不是指二者的相互取代，而是对相对独立的政治和伦理领域彼

此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联系方式的指称，是中性的，不包含特指的褒义或贬义。

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从理论可能性上来区分，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政治涵括伦理或伦理涵括政治；第二，政治与伦理相割离，彼此不相关；第三，政治与

伦理作为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因素，在外延上交叉，在内容上交融。从历史上来看，第一种

情况或许只有原始社会存在；第二种情况在像马基雅弗利那样的学说中得到阐发，并在某些残

暴的统治者的行为中得到体现。在历史上存在的绝大部分是第三种情况。就儒家的政治学说、

伦理学说而言，也不属于第一种情况，而是属于第三种情况。把“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

化”两个概念用来指比较极端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笔者以为不足取，笔者更倾向于考察或

分析更为常见和复杂的第三种情况。

笔者认为，儒家的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也是把政治和伦理因素视为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类

型。理由有三：第一，儒家把伦理视为政治的基础，这是一种学术共识。而且，儒家对伦理在

政治中的作用的强调有过分化倾向，这也是学术共识。但是，不能由此就得出儒家以伦理取代

政治的结论。“治”与“德”在儒家还是两个独立的概念。第二，儒家没有完全否认刑法的作用。

孔子讲恩威并施，实质上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假如伦理取代了政治，将与伦理相对独立的

刑法作为政治施行的方式被采用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孔子自己就杀了少正卯。第三，把伦理

视为政治的基础或目的的观点，与政治为伦理所包容或取代的观点在逻辑上不能等同起来。功

利主义把幸福、效用视为伦理的基础，不等于功利主义就否认伦理的相对独立性，功利主义哲

学家也承认良心在幸福或效用基础上的相对独立性。同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方式在社会

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其他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因素各自的独立

性。

在第三种情况中，也可以划分出三种倾向：第一，把伦理视为政治的基础和目的。应该说，儒

家学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也可以划为这一类。第二，

把政治视为伦理的基础和目的。这种观点笔者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这种观点的特点是强

调政治统治权力至上，把伦理视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或工具，强调伦理对政治的服从。因此，意

识形态化的观点只在伦理为政治辩护的意义上承认伦理的相对独立性，不承认伦理的独立的社

会批判功能。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自然是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在封建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这

种可称之为“强奸”的粗暴官方意识与本来意义上的儒家士大夫学说的根本冲突。第三，认为伦

理与政治的相关性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这种观点看来，伦理在多大程度、何种范

围、什么意义上对政治产生作用，或者政治在多大程度、何种范围、什么意义上对伦理产生作

用，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这是笔者所持的观点，或者是笔者所倾向于采取的观

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态。比

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强调把伦理视为政治的基础或目的，只是相对于奴隶主阶级而言，即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平民阶层以上的人而言。对于奴隶而言，亚里士多德不承 认奴隶具有人

的地位，自然也无所谓对于奴隶的统治要以道德为基础的问题。又比如，对于某些统治者而

言，口头上可能表现出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和目的的姿态，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把伦理视为政治

的手段或工具的做法。这种复杂样态在儒家更具有典型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社会关系基础

之上的宗法家族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斗争是家族社团或宗族社团的斗争。在斗争中

取得胜利的就是最大的家族：大宗。所以，皇族作为具有最大的政治统治权力的家族代表着整

个家族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有“天下一家”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

结构称为“家国一体”、“通体社会”或“家族主义结构”，在笔者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家

族主义结构称为伦理与政治一体的结构，认为在家族主义结构中，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

伦理的原理直接上升为政治的原理，政治具有伦理的原理与形式，伦理具有政治的结构与功

能，则不一定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而毋宁说，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伦理的原理直

接上升为政治的原理，政治具有伦理的原理与形式，伦理具有政治的结构与功能，只是儒家的

政治学说或政治理想。而且，如上所述，儒家的政治学说也没有把伦理与政治等同划一。至于

对宗法家族社会持不赞赏态度的道家学说和佛教学说，更不宜将其政治学说概括为政治、伦

理、家族三位一体的文化原理或文化机制。顶多只能对儒家学说做如是概括。

儒家学说之所以值得重视，主要在于儒家的政治学说与封建专制主义的联系与矛盾。儒家以伦

理道德为取向、基础、目的的政治学说，既为君主专制主义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又在某种程

度上反对绝对的君主专制。在西方学者接触到儒家学说时，他们往往诧异于其政治学说缺乏像

西方政治学说那样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或强调。对于西方学者而言，儒家学说显得缺乏平等的学

说。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论义务思想》一文中，也接受了这种见解，认为儒家的政治学说

和伦理学说缺乏对义务和权利的对等性的理解，是一种不平等的学说。儒家的确没有关于义务

和权利对应的学说，但是，泛泛地说儒家是一种不平等的学说，只能阻止人们对儒家的政治伦

理学说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事实上，儒家并非没有平等的思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

均”就是一种分配平等的要求。从社会关系来说，儒家非常强调人伦关系中义务与义务的对应

性，而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要求则往往通过义务与义务对应性要求曲折地得到体现。君仁对臣

忠（君令对臣恭）、父慈对子孝、夫义对妇听（夫和对妻柔）、兄爱对弟敬（兄良对弟弟）、

长惠对幼顺，正是这种义务与义务之间的对应性的体现。这种对应，在比较正统的儒家学说中

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君不仁，则臣可以不忠；父不慈，则子可以不孝；夫不义，则妇可以不

听；兄不爱，则弟可以不敬。虽然儒家伦理学说强调单方面履行义务的高尚性，但要求义务的

对等则是儒家学说的本义。即使是被认为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奠定三纲说的董仲舒，也确认“君
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春秋繁露·玉杯》）这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观点的必然引申。儒家的汤武革命、民贵君轻社稷次之、闻弑匹夫未闻弑君的说法，并

非面子上的理论，而是其伦理学说的必然延伸。在此，我们看到一种道义至上的倾向、一种政

治服从于伦理道德的倾向：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政治服从于伦理当然包括君主服从于伦

理。因此，儒家强调君主制，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有共通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

体是君主制，但君主制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退而求其次，即现实中有可能实行的民

主制。二者强调君主制，共同点都是把君主作为伦理的政治统一体，以之从上到下进行政治运

作。但在实践层面，儒家的现实政治选择与亚里士多德的现实政治选择不一样。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制的政治选择，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的分析基础上的政治

选择。而儒家的政治选择仍然是一种所谓“内圣外王”的伦理理想主义的政治选择。孔子和孟子

都是政治利益集团之外的知识分子，都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贤明君主接受自己的那一套政

治学说或通过劝说把某个君主培养成“内圣外王”的人格的基础上。他们周游列国，到处碰壁。

从常理而言，劝说一个以掠夺、压榨、暴力为手段取得或维护其政权或曰“大宗”地位的统治者

接受伦理的统治，接受自身对其他家族、平民的义务，简直是对牛弹琴、与虎谋食。然而，为

什么儒家士大夫却在长达二千年的历史中代有人出、乐此不疲呢？为什么儒家士大夫明知恶君

昏君却依然忠心耿耿、死而后已呢？这是值得中国人反思的事情。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来看，儒家士大夫的这种自相矛盾与其理论包含的自我矛盾是相联的。儒

家的人伦学说，虽然强调义务的对等，但人伦关系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儒家的伦理学说

已经先天地包含人伦关系中上下、尊卑、贵贱的不平等设定。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

幼关系之中 ，已经在价值上预先设定了君、父、夫、兄、长一方的尊贵。只要我是一个男

人，如果我很好地履行了一个君主、丈夫、父亲、兄长、长辈的伦理义务，那么，即使与我处

于人伦关系中另一方的臣子、儿子、妻子、弟弟、晚辈也很好地履行了其伦理义务，我的伦理

价值仍然高于其伦理价值。如果说，君主的地位理论上是每一个男人都可以竞争的话，那么，

生而为女子的人，其伦理地位在男人一方也很好地履行其伦理义务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只能

有低一等的价值和人格。宗法家族制度的人伦秩序以人伦关系的上下、尊卑、贵贱的确定为前

提，对应性义务的履行以对人伦关系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的确认为前提，同样，对人伦关

系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的确认以对应性义务的履行为实现方式，二者是宗法家族社会中非

常自然的矛盾的统一。因此，儒家对道德的至上性的强调，决不仅仅以停留于对人伦关系双方

的义务的对等履行为满足，还要以人伦关系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的确认为依归。

儒家学说中的这种内在矛盾，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儒家士大夫的矛盾。一方面，对于儒家学说而

言，伦理道德是有等级的，越是往上等级越高，相应地，人的人格也因其伦理价值的不同而不

同，某人的人格的等级决定其人伦关系的等级。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伦关系中的地位和等

级却不一定是而且往往不是由伦理价值决定的。政权的确立必然以少部分人对大部分人的统治

和压迫为前提。这是伦理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宗法家族社会的必然冲突。在政治生活中，越是正

统的儒家士大夫越不得意。儒家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古代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悲剧性

格。因此，儒家政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决定其伦理理想只能忍辱负屈依赖或委身于与自身有巨大

距离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五伦上升为三纲，表面上是儒家学说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地

位，其实是伦理义务的对等性原理消解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尽管包括董仲舒

在内的儒家学者仍然坚持三纲作为三种基本的人伦关系的理解，但统治阶层只承认“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一面，而且现实生活也往往仅仅实现这一面。

在由人伦家族关系放大到宗法家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儒家建基于旨在和谐的天下一家、天下

为公的伦理价值理想不可能彻底开出真正的平等伦理，强调上下、尊卑、贵贱的人伦秩序决定

儒家的伦理政治化不是建立在对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利益的分析基础上。因此，虽然在

现实中不免屈辱和异化，儒家的伦理政治化仍然对政治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作为伦理实现

的最高方式，或者要求政治实现最高的伦理道德价值。事实上，政治权力的制度在于确保社会

生活所必需的起码道德，使社会成员在交往中内心世界得到保护，而不应该奢求于对人的伦理

完善和再教育以及塑造新人。这样做只能导致极权政治、导致教育上的价值的单一化和模式

化。令人重视的是，提出全球伦理学的生命伦理学家汉斯·乔纳斯，一方面确信政治制度能够

而且应该建立在绿色形态的环境伦理学的信念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竟然认为，在绿色伦理化

的政府中，“少数人的超常知识可能影响多数人的行动”，即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伦理化国家的

模式只能在各种形式的“专制君主制”中选择。在他看来，争取民主共识的传统机制在各种有组

织的利益面前缺乏成效。一个现代生命伦理学家居然在当代多元化社会提倡专制君主制，客观

上除了提醒我们民主是一种发展的制度，它在当前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之

外，也在主观上说明政治伦理化的要求如果不建立在对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利益

关系的分析基础上，必然流于异化的伦理要求或政治上的专制主义。

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伦理要求，但它们绝不可能实现伦理的一切要

求。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绝不应该谋求取代伦理道德自己的独特作用，而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满足伦理道德的要求，不能对公民在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的态度加以干涉。比如，当

代社会政治往往对公平制度提出伦理上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不是毫无限制的，而是符合一定的

政治制度宗旨的。在公平制度的伦理要求中，奉公守法是履行伦理义务，但它本身并非一种特

殊的伦理优点。不加限制地从政治角度力图使某些伦理观念或追求变为现实，就有可能导致对

政治的有害歪曲。让政治去满足过分的伦理要求必然导致对政治的曲解，这本身是政治缺乏确

实的或完整的伦理根据的表现。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引导公民借助于伦理意识而非权利和法规意

识履行义务，那它更难令我们相信它是一种好的政治制度。

强调政治制度不能无限地实现或满足伦理道德的要求，不等于否认要求政治制度实现伦理道德



价值。在此，伦理政治化，不是把所有伦理规范直接作为政治法律规范从而导致暴政理解。政

治伦理化，与严格意义上的伦理政治化应该是同一个意思，二者是两个从不同方向表现同一内

涵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制度安排不可能无视伦理的考虑，社会总是努力使伦理原则在政治

体制中得到实行或普及。政治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总是倾向于同质伦理原则的实行或实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能自发地产生文化和伦理一致性的同质或稳定的

社会基础。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的发展使个人享有决定自身生存的自由并能在极其复杂多样的

关系中作出自我选择或自我决策，然而，大量事实表明，迄今为止现代社会并未在个人的自由

发展与人类交往的社会和体制的要求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仍然缺乏主观和客观之间自由的应

有的协调、缺乏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之间有效的相互协调。因此，现代社会不可能避免政治伦

理化问题，绝不能认为政治可以“游离于价值之外”，从而抛开伦理去论证和研讨政治问题。这

样做在客观上仅仅能轻易地以一种伦理替换另一种伦理。政治并非伦理上中立的“专门问题”，
而是在公正等伦理要求的基础上人们的相互关系或相互利益彼此的某种撞击及其可能的某种妥

协。在我国社会中，伦理政治化，不是说要把伦理沦为政治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伦理价值在政

治操作中的创造性应用。因此，表面上似乎偏移道德要求但实质上却完成伦理要求的政治操作

应该得到肯定；反之，表面上符合伦理价值要求但实际上却架空、禁锢、破坏伦理价值的政治

操作，应该受到否定。这种否定，或者是像某些天真的儒家学者那样被否定，或者是像希特勒

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样受到否定。伦理的政治化，不等于伦理被当作标签贴在政治生活之中

或者在政治生活中被当作神来供奉。政治不可避免地要包含并体现某种伦理价值，即使是在种

种阶级利益、集团利益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当代社会仍然如此。为此，在意识形态上自觉地

为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结构的运行设置伦理机制，以充分地实现道德价值，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

无法回避的事实。有人说，伦理在政治上只能定位于批判不能定位于操作，这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定位于批判必然意味着定位于操作，只是并非行动上的可见的操作，而是作为机制决定政

治制度运转方式而已。

【参考文献】
[1]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 F·O·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R·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R·T·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6]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J］.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7]马啸原.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J］.思想战线，1994（3）.

来源：

/


